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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 2000−2014 年中国 30 个地区的碳排放量进行估算的基础上，利用 Moran’s I 检验法对区域碳排放量进

行了空间相关性检验。在此基础上以扩展的 STIRPAT 模型为理论基础，借助空间回归模型研究了人口结构、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技术水平等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是碳排放

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是正向的，技术水平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是负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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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相关文献综述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复杂，人口规

模、结构、质量等因素都与资源环境密切相关，因此，

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人口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问题，而

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使得对碳排放问题的

研究考虑了空间因素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

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分布、消费结构等

都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差异。因此在研究碳排放量的影

响因素时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Ehrlich 和 Holdren[1]为定量地研究人口对环

境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 IPAT 方程。Dietz 和 Rose 等[2]

将 IPAT方程改写成随机形式并称之为STIRPAT模型，

该模型克服了 IPAT 方程中解释变量同比例变动的不

足，是一个含有多个解释变量的指数形式的模型，模

型系数可以理解为环境变量对各影响因素的弹性，

STIRPAT 模型在应用过程中比较灵活，同时还可以根

据研究需要加入其他影响环境变量的解释变量。该模

型为研究人口因素、社会财富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对环

境变量的影响提供了新的依据，为研究人口与环境间

的关系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Mackellar 等[3]将 IPAT

中的“P”用家庭户规模(households)代替，将 IPAT 改

写为 IHAT 模型，并用这两种模型分析了人口因素对

全国能源消费量的影响。York 等[4]利用 STIRPAT 模型

研究了人口、经济生产、城市化和地理因素对环境的

影响，并解释了跨国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肖宏伟等[5]

基于扩展 STIRPAT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人口、

产业结构、能源价格等因素对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

的影响。宋德勇和刘习平[6]基于 1978－2010 年中国各

地区碳排放数据，对碳基尼系数和碳洛伦兹曲线进行

了重新定义，并对中国各地区 2020 年的碳排放量进行

了空间分配。Wang Can 等[7]利用中国 1957－2000 年

的碳排放数据，采用 LMDI 方法研究了碳排放量的影

响因素，结果显示能源强度、燃料转换和可再生能源

的利用是减少碳排放量的积极因素。Wu 等[8]利用

LMDI 分解方法将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分解为产业

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发射系数四种。Ren 等
[9]利用Divisia指数法探讨了制造业碳排放量的影响因

素。范丹[10]利用扩展 Johan 恒等式对中国能源消费人

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利用 LMDI 分解法

对产业能源消耗碳排放进行分解，根据公式测算出

1995－2010 年我国能源结构、潜在能源强度、能源绩

效、能源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许海

平[11]采用 2000－2008 年我国 29 个省域的空间样本数

据研究了城市化水平、贸易开放、非农化就业人员的

比重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量的空间影响。Stern D. I. 

和Common M. S.[12]应用 73个国家1960－1990年的样

本数据借助环境 EKC 研究了人均 SO2 排放量与人均

财富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减排与时间有关系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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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收入有关系。Marzio Galeottia 和 Alessandro 

Lanzab[13]利用 1960−1995 年 108 个国家的 CO2作为环

境污染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人均 CO2 与人均 GDP 之

间的关系，证明了环境 EKC 的“倒 U”型关系存在。

Amy K. Richmond 和 Robert K. Kaufmann[14]研究了收

入和能源使用、收入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对于 OECD 国家，收入与人均能源使用或者碳排放之

间的拐点存在；对于非 OECD 国家，收入与人均能源

使用或者碳排放之间的拐点不存在。Song T 等[15]利用

中国 1985－2005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假说，以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作为环境指标，

以 GDP 作为经济指标，对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与

GDP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数据的协整检验显

示：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的人均排放与人均 GDP

之间均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三种污染物与 GDP

之间均呈“倒 U”型关系。王建军和周晓唯[16]以空间

计量模型为基础研究了人口、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对

我国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关联性。杜慧滨等[17]

利用 Moran 指数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 1997－

2009 年我国 29 个地区碳排放绩效的空间分布特征与

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碳排放绩效存在着较

强的区域集群现象。陈德湖和张津[18]利用 2000－2009

年中国 30 个省的数据，采用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研

究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

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效应。本文将在

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 Moran’s I 检验法检验

中国区域碳排放量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相关性检验

的基础上将空间因素考虑到碳排放量影响因素模型的

构建中，研究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城市化率、

经济产出、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因

素对中国区域碳排放量的影响效应。 

 

二、碳排放量的 STIRPAT 模型的构建 

 

(一)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目前大多数国内外学者对碳排放问题的研究已由

理论分析转向实证分析，主要是利用 IPAT 方程[19−20]

及其扩展模型 STIRPAT[21−23]、LMDI[24−25]分解法，分

析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效应。碳排放量的影响

因素包括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和能源效率等。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

2000－2014 年中国 30 个地区的省际样本数据，由于

西藏地区大量能源消费数据缺失，因此不包含西藏地

区。选取人均 GDP、人口规模(年末人口总数)、人口

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城市化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技术水平(专利申请授权

数)和能源消费结构(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

重)7 个指标作为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来研究各因素对

碳排放量的影响效应。研究过程中考虑空间因素对碳

排放量的影响，通过构建空间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人均 GDP、产业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率、技

术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能源

消费结构数据由《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历年数据经简

单计算获得，由于碳排放量没有统计数据，在借鉴李

丹丹等[26]、程叶青等[27]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焦炭、

煤炭、煤油、柴油、汽油、原油、燃料油和天然气 8

类能源的消费量来对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公式如下： 
 

8

2
1

i i
i

CO C E


                (1) 

 
式中：CO2 表示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Ci 表示各类

能源的碳排放系数；Ei 表示第 i 种能源的标准煤消费

量。《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是各类能源消费的

实物消费量，在利用公式(1)进行碳排放量的估算之前

需将实物消费量都转换为标准煤消费量，各类能源的

碳排放系数和标准煤折算系数数据具体见表 1。 

 

表 1  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标准煤折算系数表 

能源类型
碳排放系数 

(千克碳/千克标准煤) 

标准煤折算系数 

(千克标准煤/千克) 

柴  油 0.5921 1.4571 

煤  油 0.5714 1.4714 

汽  油 0.5538 1.4714 

燃料油 0.6185 1.4286 

原  油 0.5857 1.4286 

煤  炭 0.7559 0.7143 

焦  炭 0.8550 0.9714 

天然气 0.4483 1.33* 

注：标准煤折算系数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3》，碳排放系数来
源于 IPCC 碳排放计算指南；*表示天然气的标准煤折算系数单位为千
克标准煤/立方米 

 

(二) 模型构建 

IPAT 方程是用来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压力的影

响的模型，目前该模型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研究环境问

题，Dietz 和 Rosa[2]将 IPAT 方程表示成随机形式，即 

STIRPAT 模型： 
 

I P A T                    (2) 
 

式中：I 表示环境变量；P 表示人口规模；A 表示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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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T 表示技术水平；μ表示随机误差；α表示模型

系数；β，γ，λ 表示各因素的参数。将模型(2)两边同

时取对数，得到如下线性模型： 
 

ln I=ln α+βln P+γln A+λln T+ln μ         (3) 
 

在人口对环境的影响中，人口规模是最主要的影

响因素。首先，人口作为生产者通过生产活动对环境

产生影响，人口规模越大，在就业率不变的情况下，

就业人口越多，从而将会有更多的生产者从事生产活

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势必带动更多的能源消费、更

多的碳排放和更多的其他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其次，

人口同时也是消费者，人口消费的各种物质生活资料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间接的碳排放量。用年末人口数

(pop)代表人口规模。 

除人口规模外，与碳排放量密切相关的人口因素

还包括人口结构，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和人

口城乡结构。近年来中国的老龄化现象凸显，人口年

龄结构通过就业、储蓄率、消费结构等对碳排放量产

生影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大，从事生产活动的人

口越多，从而带来更多的碳排放量，同时，年轻人的

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与老年人不同，年轻人更倾向于

汽车等高排放的生活消费品的消费，因此，人口年龄

结构对碳排放量也存在影响。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代表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城乡结构(pp)对碳

排放量的影响体现在城乡生活方式的不同；用城市化

率(cpp)代表人口城乡结构。 

人均财富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不言而喻，经济产出

越多，人均财富越多。但产出多的同时，能源消费越

多，从而能源消费带来的碳排放量越多，用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代表人均财富(gdp)。 

第二产业相对于农业和第三产业需要更多的能源

消费，因此第二产业比重越大，碳排放量越大；用第

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代表产业结构

(ind)。 

技术水平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改变生产方式等途径来实现，减少碳排放量

的主要手段只能依赖技术进步。目前大部分学者采用

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作为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本文

采用专利申请授权数代表技术水平(pa)。 

能源产品中煤炭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最大，因此

煤炭类能源消费比重越大，碳排放总量越大。本文用

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类能源的比重代表能源消费结构

(es)。 

根据上述分析，以 STIRPAT 模型为理论基础，以

区域碳排放量(CO2)作为环境变量，以人口规模(pop)、

人口年龄结构(pp)、城市化率(cpp)作为影响环境的人

口因素，以人均 GDP(gdp)表示人均财富，同时考虑产

业结构(ind)、技术水平(pa)和能源消费结构(es)对碳排

放量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ln CO2i=α0+α1ln popi+α2ln ppi+α3ln cppi+α4ln gdpi+ 

α5ln indi+α6ln pai+α7ln esi+μi               (4) 
 
式中：i 表示中国 30 个不同的地区。 

 

三、区域碳排放量的空间回归分析 

 

(一) 空间相关性检验 

1. 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 

全局空间相关性用以分析空间数据在整个系统 

内所表现出的分布特征，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      

采用 Moran’s I 来度量变量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全局

Moran’s I 的定义为： 

,
1 1

2
,

1 1

( )( )
n n

i j i j
i j

n n

i j
i j

w x x x x

I

S w

 

 

 





            (5) 

式中： 2

1

1
( )

n

i
i

S x x
n 

   ；
1

1 n

i
i

x x
n 

  ；xi为第 i 个地

区的观测值；n 为地区总数；wi,j是空间权重，采用相

邻关系法来确定 wi,j，区域 i 与区域 j 相邻时 wi,j取 1，

不相邻时取 0。 

利用空间分析软件 GeoDa 对中国 30 个地区 2000

－2014 年的区域碳排放量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

历年全局空间自相关的 Moran’s I 值见表 2。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0－2014年中国区域碳排放

量间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相关性指数

Moran’s I 值总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

势。Moran’s I 值最大的是 2001 年，为 0.2907，此后

Moran’s I 值呈下降趋势，下降至 2003 年的 0.2517，

2004 年又开始上升，2006 年之后呈现逐渐下降的趋

势。这说明各地区碳排放量的空间集聚程度有所减弱，

中国区域碳排量的总体空间差异有所扩大，但仍然呈

现比较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 

2. 局部空间相关性检验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 Moran’s I 揭示了碳排放量

的整体空间依赖程度，尚未指出哪些局部地区出现了

高值或低值的空间聚集情况。为进一步检验不同年份

各地区碳排放量是否具有高值或低值在空间上的集聚

现象，还需要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局部 Mo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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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2014 年中国区域碳排放量的 Moran’s I 值 

年份 Moran’s I 值 P 值 

2000 0.2828 0.01 

2001 0.2907 0.05 

2002 0.2738 0.03 

2003 0.2517 0.05 

2004 0.2669 0.02 

2005 0.2769 0.05 

2006 0.2573 0.01 

2007 0.2481 0.02 

2008 0.2481 0.02 

2009 0.2329 0.03 

2010 0.2340 0.01 

2011 0.2300 0.01 

2012 0.2206 0.05 

2013 0.2068 0.03 

2014 0.1857 0.03 

 

I(或称 LISA)是检验局部地区之间是否存在相似或相

异的观察值聚集情况的一种指数。局部 Moran’s I 的定

义为： 

,

2

( ) ( )
n

i i j j
i j

i

x x w x x

I
S


 




           (6) 

 
若 Ii 大于 0，表示特征值相似的地区是集聚的

(“高-高”或“低-低”)；若 Ii小于 0，表示特征值不

相似的地区是集聚的(“高-低”或“低-高”)。根据不

同地区的时空分布特点，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年份

(2001、2003 和 2012 年) 用 GeoDa 软件进行分析，可

以得到这 3 年中国区域碳排放量的 Moran’s I 散点图，

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2001 年的散点图中辽宁省、山西省、山

东省、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黑龙江省、内蒙古

自治区、河南省、上海市和安徽省共有 11 个区域位于

散点图的第一象限，碳排放量高的地区与碳排放量高

的地区聚集在一起，呈现“高-高”的正向空间相关关

系；吉林省、陕西省、福建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北

京市和天津市共有 6 个区域位于第二象限，碳排放量

低的地区被周围碳排放量高的地区包围，呈现“低-

高”聚集的空间关系；江西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

甘肃省、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 11 个区域位

于第三象限，碳排放量低的地区聚集在一起，呈现“低

-低”聚集的空间关系；湖北省和广东省共有 2 个区域

位于第四象限，碳排放量高的地区被周围碳排放量低 

 

 
图 1  2001、2003 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碳排放量散点图 

 
的地区包围，呈现“高-低”聚集的空间关系。2001

年的 Moran’s I 散点图中“高-高”和“低-低”聚集的

类型居于主导地位。2003 年的散点图中，辽宁省、山

西省、山东省、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黑龙江省、

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和上海市共 10 个区域依旧位于

第一象限；吉林省、陕西省、福建省、宁夏回族自治

区、北京市和天津市共有 6 个区域依旧位于第二象限；

江西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

贵州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共有 10 个区域位于第三象限；四川省、湖北省和广

东省共有 3 个区域位于第四象限。从 2001 年到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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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地区的空间聚集现象差别不大，只有安徽省和四

川省 2 个地区发生了变化。2012 年的散点图中，山西

省、山东省、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内蒙古自治

区、河南省和上海市共 8 个区域位于第一象限；吉林

省、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安徽省、黑龙江省和

宁夏回族自治区共 7 个区域位于第二象限；福建省、

江西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

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共有 12 个区域位于第三象限；辽宁省和广

东省位于第四象限。上述 3 个时点的 Moran’s I 散点图

总体上呈现出东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出相似的空间关联

性(“高-高”或“低-低”)，而中部地区则表现出非相

似的空间关联性(“低-高”或“高-低”)，这说明中国

区域碳排放量的空间依赖性和差异性是并存的，但以

空间依赖性为主。 

(二) 区域碳排放量的空间回归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碳排放量间空间相关性的存在，使

得线性回归模型中空间均质的假设遭到破坏，因此有

必要构建空间回归模型对中国区域碳排放量的影响因

素及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在模型(4)的基础上考虑空间

因素对区域碳排放量的影响，构建空间回归模型。常

见的空间回归模型有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

模型(SLM)两种。 

1. 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 

空间误差模型用不同地区间的空间协方差反映随

机误差过程，考虑空间因素的碳排放量的 SEM 为： 
 

ln CO2i=α0+α1ln popi+α2ln ppi+α3ln cppi+α4ln gdpi+ 

α5lnindi+α6lnpai+α7lnesi+ ,
1

n

i j i
j

w

  +μi      (7) 

式中：α0为待估计常数项；参数 αi (i=1, 2, …, 7)为各

解释变量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系数；参数 λ为回归残差

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强度，用来衡量样本观测值中的空

间依赖作用；εi 为回归残差；μi 是正态分布的随机误

差。 

2. 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 

空间滞后模型考虑的是某一空间对象的因变量不

仅与该对象的自变量有关，同时也与相邻对象的因变

量有关。考虑空间因素的碳排放量的 SLM 为： 
 

ln CO2i= ,
1

n

i j
j

w

  ln CO2i +α0+α1ln popi+α2ln ppi+ 

 
α3ln cppi+α4ln gdpi+α5ln indi+α6ln pai+ 

 
α7ln esi+μi                 (8) 

式中：ρ 为滞后变量系数，用来反映相邻的空间对象

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α0 为待估计常数项；αi (i=1, 

2, …, 7)为各解释变量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系数；wi,j为

空间权重，反映了空间距离对区域行为的作用；μi 为

随机误差。 

3. 空间回归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在利用空间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前，需要对模型的

适用性进行检验。空间回归模型的适用性检验标准为：

若空间滞后模型的拉格朗日统计量 LM-lag 比空间误

差模型的拉格朗日统计量 LM-error 显著，则采用空间

滞后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反之，则采用空间误差模型

进行回归分析。 

4. 空间回归分析 

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都是用于分析截面

数据的模型，但是单纯应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容易忽

略变量之间的滞后效应和忽略某些数据信息，因此借

鉴吕健等[28]学者的观点采用 2000－2014 年数据均值

进行空间回归分析。将样本数据带入模型(4)，用

GeoDa 软件先对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

估计结果见表 3。 

 

表 3 中国区域碳排放量的 OLS 和 SEM 估计结果表 

变量
7 个变量  3 个变量 

OLS SEM  OLS SEM 

C 
−20.669**

(0.037)
−27.572** 

(0.037) 
 

−0.340 
(0.867) 

0.045 
(0.791)

lnpop
1.046***
(0.000)

1.091*** 
(0.000) 

 
0.486*** 
(0.001) 

0.580***
(0.000)

lnind
1.170**
(0.024)

0.973** 
(0.020) 

 
1.641*** 
(0.002) 

1.096***
(0.000)

lnpa
−0.258 
(0.117) 

−0.362*** 
(0.001) 

 
−0.113*** 

(0.001) 
−0.134*
(0.060)

lnpp
2.123 

(0.483)
2.799 

(0.273) 
   

lncpp
0.274 

(0.791)
−0.714 
(0.415) 

   

lngdp
0.773 

(0.133)
1.557*** 
(0.000) 

   

lnes
0.221 

(0.452)
0.546** 
(0.015) 

   

λ  
0.780*** 
(0.002) 

  
0.571***
(0.000)

R2 0.984 0.990  0.987 0.988 

F 294.311   570.533  

AIC 35.484 30.548  38.488 28.599

SC 47.695 42.760  44.593 34.705

注：系数下面的括号里为变量显著性检验的 P 值，***、**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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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可以看出，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模型 R2

为 0.984，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模型的 F 统计量为

294.311，在 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模型的线性关系检

验。解释变量的显著性 t 检验显示：变量 lnpop 通过

1%显著性水平的变量显著性检验，变量 lnind 通过 5%

显著性水平的变量显著性检验，变量 lnpa 通过 10%显

著性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变量 lncpp、lnind、lngdp 和

lnes 没有通过检验，说明这 4 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

解释能力不显著，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进一步进行

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 lngdp 的方差膨胀因子为

14.672，lncpp 的方差膨胀因子为 14.672，lnpa 的方差

膨胀因子为 11.239，都大于临界值 10，自变量间存在

较高的多重共线性，不能同时作为 lnCO2 的解释变量

进入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来消除解释变量间的

多重共线性，得到只含有 lnpop、lnind 和 lnpa 这 3 个

变量的模型。模型的 OLS 估计结果见表 3。含有 3 个

变量的模型的共线性检验显示：3 个变量均通过了多

重共线性检验，并且 3 个变量均通过了 5%的变量显

著性检验，同时模型的 F 统计量和 R2也都优于包含 7

个解释变量的模型，说明含有 3 个解释变量的模型更

加适用于分析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 

模型的适用性检验结果表明：空间误差模型的拉

格朗日统计量LM-error比空间滞后模型的拉格朗日统

计量 LM-lag 更加显著，应采用空间误差模型进行空

间回归分析，将样本数据带入模型(7)，用 GeoDa 软件

进行分析，得到表 3 中的空间误差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了便于比较同时给出了含有 7 个变量的空间误差模型

的估计结果，但分析过程以含有 3 个变量的模型为主。 

从表 3 中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是影响中国区域

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

量的影响都是正的，说明人口规模和第二产业比重的

增加都将带来碳排放量的增加，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

为 1.096，大于人口规模的影响系数 0.580，说明产业

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要大于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的

影响。技术水平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是负的，说明技术

水平的提高将带来碳排放量的减少，技术水平对碳排

放量的影响系数为−0.134，说明技术水平每提高 1%，

碳排放量将下降 0.134%。此外，碳排放量空间误差模

型的空间相关程度系数为 0.571，并且通过 1%显著性

检验，说明碳排放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邻近地区

的碳排放量对本地区的碳排放量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

效应，本地区的碳排放量除了受到本地区人口、经济、

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影响外，还受到邻近地区空间

溢出效应的影响，邻近地区的碳排放量增加 1%，将

会对本地区的碳排放量带来 0.571%的空间溢出效应。

这是传统线性模型无法反映的。 

 

四、结论与建议 

 

在对 2000−2014 年中国区域碳排放量进行估算的

基础上，采用 Moran’s I 检验法对区域碳排放量的空间

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误差模型研

究了碳排放量的空间依赖性以及人口规模、人均

GDP、城市化率、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技术水

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效应，得

到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中国 30 个地区 2000−2014 年的碳排放量间存

在着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 

全局空间自相关的Moran’s I值最大的是2001年，

此后空间自相关的 Moran’s I 值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东部地区碳排放量“高-高”聚集的现象比较明显，碳

排放量高的地区其邻近省份的碳排放量也较高。西部

地区碳排放量“低-低”聚集的现象比较明显。 

在碳排放量的 Moran’s I 散点图中，对于位于第一

象限呈现“高-高”聚集现象的区域，这些地区自身的

碳排放量较高，同时周围地区对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在减排政策制定的时候应先从这些地区入手，将

这些地区视为减排的重点区域；对于位于第二象限呈

现“低-高”聚集现象的区域，这些地区中心区域碳排

放量较低，邻近地区碳排放量较高，在减排政策制定

的时候应采取保守的减排态度，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

存在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可能会对中心地区造成负面的

影响，因此这些地区在制定减排政策的时候应密切关

注周围地区的减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对于位于

第三象限呈现“低-低”聚集现象的区域，碳排放量较

低的地区聚集在一起，可以视为减排的缓冲区，这些

地区碳排放量相对较低，减排潜力弱，这些地区自身

和邻近地区碳排放量都比较低，高排放地区可以借鉴

这些地区的减排经验，实现减排的目标；对于位于第

四象限呈现“高-低”聚集现象的区域，可视为重点的

减排区域，减排潜力大，应制定积极的减排政策，以

结构调整促进节能减排，对高能耗行业的新建和扩建

进行适度的限制和置换，发展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

同时大力推广和发展节能环保行业。 

2. 产业结构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将大幅促进碳排放量的增

加，其影响系数为 1.096，可见产业结构和碳排放量之

间几乎是同比例增长的。第二产业中以能源密集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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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主，长期的粗放型增长带来大量的能源浪费。因

此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势必带来能源消费量的增加，

从而产生更多的碳排放量。因此各地区应积极优化产

业结构，大力扶持和发展第三产业，降低第二产业在

整个经济产出中的比重，以达到降低污染，减少碳排

放量的目的。 

除产业结构外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也是正

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是我国的一个

基本国情，近年来各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已得到

控制，但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引发的新问题是人口老

龄化现象严重，尽管人口老龄化对于碳排放量有一定

程度的抑制作用，但依靠增加老年人口比重来减少碳

排放量并不是理想的选择。 

3. 技术水平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是负的，技术水平

的提高将带来碳排放量的减少 

技术水平对碳排放量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特别是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和新

设备的研发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达到减少能源使

用和减少碳排放量的目的。另一方面新能源的开发和

应用也将大幅度降低能源的消费量，开展能源节约、

资源循环利用、发展绿色科技，从而达到降低碳排放

量的目的。此外，技术进步也会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间接地减少碳排放

量。因此应加速技术进步的步伐，鼓励新技术的应用

和新产品的研发，积极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是减少

碳排放量积极有效的途径。 

4. 城市化率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不显著 

城市化率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具有双向性。一方面，

城市化率的提高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使得建

筑材料需求增加，居民日常生活和供暖等都需要更多

的能源消费，从而增大碳排放量。另一方面，由于城

市化率的提高，使得人口和经济要素的集聚，能源利

用效率提高，以及城市化所带来的知识和技术等溢出

效应使碳排放量得以减少。人口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

响尽管不是很显著，但是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是我国

目前面临的另外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因此各级地方

政府在制定人口政策时应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根据自身区域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特点采取相应的人口

政策、生育政策来促进本区域乃至全国人口结构的优

化。 

5. 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也不显著 

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增加会带来碳排

放量的增加。其原因在于煤炭的碳排放系数较大，因

此煤炭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比其他能源消费所产生

的碳排放量大。尽管我国各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相差

较为悬殊，但是大部分地区的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

水能、电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所占的比重较低。北京、

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在

40%左右，而山西、内蒙古、贵州、重庆等地区的煤

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在 80%以上。应鼓励提高清洁

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此外还应该积极提高

地热和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达到

减少碳排放量，提高环境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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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s 

 

FU Yunpeng, MA Shucai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based on the estimate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4, 

tests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by exploiting Moran's I Index. On this basis, the extended STIRPAT 

Model is taken a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 is employed in studying the effect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industry structure, energy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level and other factors on carbon emissio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dustry structure,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are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that the effect of industry structure and demographic size is positive while that of technical 

level is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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